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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當代的各種科技風險之中，核能發電是極具爭議且備受注目的議

題，尤其當日本福島核災發生之後，社會對核電之「低發生機率、高危害

結果」的風險特質愈加敏感。在此種緊張的社會氛圍下，找出影響民眾核

電政策偏好的關鍵因素，成為能否有效處理核電爭議的重要前提。本文認

為針對這種風險特質較為特殊的政策，如欲有效地辨識民眾偏好的成因，

不應侷限於傳統的理論框架。為填補目前核能風險研究的缺口，本研究結

合過去科技風險與環境主義的文獻，嘗試提出一個整合性的研究架構，並

透過實際資料的佐證，藉此釐清民眾之風險感知的來源及政策偏好的成

因，以作為未來政府進行風險溝通之參考。 

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出的整合性架構，對民眾核電偏好的解釋

力為 47.5%，一方面證實民眾的議題知識、機構信任、電價承受、環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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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及風險感知對於其核電政策偏好有顯著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確認風險

感知對於機構信任、電價承受及環境信念的中介效果。以上成果均是過去

核能風險研究鮮少提及與驗證的部分。在此一基礎之上，本研究認為政府

惟有改變過去風險溝通與管理的思維，學習從各類利害相關人的觀點去分

析與理解風險議題，才能確實掌握問題的癥結與對策；同時，政府更應設

計與開放各種制度性溝通與參與的管道，讓不同的利害相關人能夠充分地

參與核能發電相關政策的討論與決策過程，才有助於化解長久以來的能源

爭議。 

[關鍵詞]：風險社會、科技風險、風險感知、核電政策偏好、風險溝通 
 

 

 

良善的風險治理植基於跨學科知識的結合，包括對於風險治理本身的限制

和不確定性的認知，以及整合公眾所關切的事務、價值與願景。而對於風險治

理行動者最艱難的挑戰，便是在進行有效率、效能及更加可信的風險評估、評

價與管理等程序時，兼顧創新方式之開啟與生活條件之改善。 

Ortwin Renn, 2008: 368. 

壹、前言 

在過去，關於科技與社會的關係，人們總是習慣將焦點放在科技所帶來的效

益，而往往忽略隱藏在效益背後的風險，然而，隨著層出不窮且日益嚴重的風險事

件，以及與日俱增的受害者與犧牲者（Slovic, Fischhoff, & Lichtenstein, 1982），迫

使人們不得不加以正視科技風險的存在，進而重新思考科技與社會的關係，此種利

害相伴、不可分割的現象，正是現代化風險的特徵之一（Beck, 2004；Rinkevicius, 

2000；林崇熙，2008）。就此而言，當民眾所關心的焦點已從科技能夠帶來的正向

效益，漸漸地轉向憂心科技應用之後的負面作用，便顯示出民眾對於科技風險的害

怕與恐懼（Slovic et al., 1982），而此種改變無非是提醒公共管理者必須制定更加

嚴謹的管制規範、提供更加開放的溝通機制及設計更有效率的治理方法，才有助於

解決新興科技所衍生的問題，以滿足民眾對於環境安全與個人健康的期待（Renn, 

2008; Slovic, 1997; Slovic et al.,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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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角度觀察，近幾年國內、外社會運動的興盛，則說明利害相關人角色的轉

變，使得傳統公共行政過程中民主與科技兩者之間的拉鋸，變得更加複雜與難以處

理，而本研究關注的核能發電議題，便是當代最具爭議的科技風險（范玫芳，

2013）。從美國三浬島、前蘇聯車諾比到日本福島等核災事件，並不難看出核能發

電背後所潛藏的巨大風險，致使各界對此種「低發生機率、高危害結果」（low-

probability, high-consequence）的風險特質（Slovic, Layman, & Flynn, 1991），抱持

著愈來愈多的擔心與疑慮。這些風險事件不僅提醒政府須「重視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 ） 與「風 險 管 理」（ risk management ） 等 活 動 的 重 要 性 （ Slovic, 

1997 ） ， 同 時 ， 亦 促 進 政 府 將 其 設 定 為 政 策 制 定 及 執 行 過 程 中 的 必 要 程 序

（Millstone, Van Zwanenberg, Marris, Levidow, & Torgersen, 2004）。 

這股全球核電存廢的爭議，也影響到臺灣能源政策的發展與走向，讓原本剪不

斷，理還亂的核電問題，再度演變成一場政治的角力。即便目前政府已嘗試將部分

的能源爭議交付公投，但此種「贏者全拿」（the winner takes it all）的決策方式，

並無助於化解我國長久以來的核電爭議。因為臺灣除了暫時封存的核四電廠之外，

尚有三座營運中的核能電廠，而社會各界對於不同核能電廠的處理方式，如延役、

除役、啟封或封存等，均未達成共識。是以，此類高度爭議的科技風險是需要被

「治理」而非僅靠「控制」或「管理」（Aven & Renn, 2010; Renn, 2008），其

中，一個核心的議題便是調和與化解利害相關人對風險事件的歧見與衝突，而釐清

社會大眾風險感知的來源及政策偏好的成因，則成為進行「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最基礎與最關鍵的步驟（Aven & Renn, 2010; Renn, 2008; Sjöberg, 

2000; Slovic, 1997; Slovic et al., 1982）。 

經檢視國內文獻，本研究發現相較於其他科技領域的風險研究（e.g., Tseng, 

Lin, Hu, & Cheng, 2013；王瑞庚、周桂田，2012；杜文苓，2011；杜文苓、施佳

良，2014；周桂田，2000；2002；2004；2008；周桂田、陳薪智，2014；林宜平、

吳亭亭、黎雅如、周桂田、鄭尊仁，2010；范玫芳，2007；2008；陳清淵、謝雨

生，2011），探討核電議題的研究相對較少（e.g., Huang & Wang, 2011；洪鴻智，

2005；梁世武，2014；梁世武、李均揚，2014；劉祥熹、莊慶達、陳均龍，

2007）。加上在經歷重大核災事件之後，民眾的風險感知與政策偏好可能產生變化

（Bauer, Gylstorff, Madsen, & Mejlgaard, 2019; Visschers & Siegrist, 2013），同時，

若干影響民眾風險感知與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如「願付價格」（willing to pay, 

WTP ） 、 「 電 價 承 受 」 （ price tolerance of electricity ） 、 「 環 境 意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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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或「環境信念」（environmental belief）等變項的效

果，一直沒能被納入討論與檢證。因此，在大量科技風險與環保主義之實證研究可

供參考的情況之下，本研究希冀透過相關文獻的彙整，提出一個分析民眾面對此類

風險特質的決策架構，以釐清其風險感知的來源及政策偏好的成因，作為進行風險

管理與溝通之實務基礎。 

綜合以上，為能填補目前核能風險研究的缺口，本研究嘗試提出一個整合性的

研究架構，並透過實際資料的佐證，藉此探索民眾之風險感知的來源及政策偏好的

成因，作為未來進行核電風險溝通之起點。在後續結構的安排上，首先，從當代社

會中的風險開始討論，試圖描繪出風險社會中的風險特質，藉此拼湊出現代化風險

的輪廓，及其與核能發電的關聯；其次，奠基於既有科技風險與環境主義等領域的

文獻，嘗試歸納出影響民眾核電風險感知及政策偏好的關鍵因素，作為提出整合性

分析架構之基礎，並說明所對應的風險爭論層級與可應用的溝通策略；接著，應用

適當的統計方法，進一步檢視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並闡明不同因素對於民眾核

電風險感知及政策偏好的影響程度；最後，根據研究發現進行討論與提出政策建

議。 

貳、文獻回顧 

以下內容先闡述現代化風險的特質，及其與核能發電的關聯，再依據過去的相

關文獻與研究成果，發展本文的研究假設與分析架構。 

一、風險社會中現代化風險與核能發電 

風險一詞並不是全新的概念，也不是新時代的發明（Beck, 2004: 6），而是由

來已久且隨著時間逐漸演化而成的社會建構物。大抵而言，風險的概念最早可以追

溯到 16、17 世紀的探險用語，1 之後才逐漸應用於商業與貿易的活動（Denney, 

2005），直到晚近，風險已經儼然成為工程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

與哲學等學科的熱門研究議題（Möller, 2012）。在各種討論風險的相關理論之

                                                      
1 風險一詞最早由西班牙探險家所創造，原意是指地圖上未標明的航行水域（Denne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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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屬 Beck 的理論最具影響，2 尤其是關於風險社會的論述（Denney, 2005），

引起最多討論與共鳴，並促使新興科技帶來的風險或副作用（Anderson & Felici, 

2012），成為當前備受關注的研究焦點。 

在 Beck 的眼中，現代化社會儼然就是風險社會（Beck, 2004）。根據風險社

會的理論，Beck 指出現代化過程將逐漸改變社會價值分配的邏輯，把原先財富分

配的邏輯轉換為風險分配的邏輯，所以，現代化的過程本身就是個問題（Beck, 

2004: 4）。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將會慢慢瞭解，一方面科技的提升固然可以解

決生活遭遇的問題，並為社會帶來進步與發展，但是，另一方面這些科技卻也成為

社會中各項風險的源頭，形成一種風險與科技交互纏繞、互為因果的矛盾現象

（Beck, 2004；林崇熙，2008），Beck 便強調此種「迴力棒效應」的風險特質，正

是「現代化風險」的重要特徵，如果沒有善加注意、管理，將會導致風險與利益相

互吞噬、甚至發生風險蓋過利益的困境（Beck, 2004）。 

此外，Beck 又提到，現代化社會可以再進一步區分為「簡單的現代化」

（einfache modernisierung）及「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sierung）兩種狀

態，前者代表 19 世紀與 20 世紀上半的社會狀態，而後者則是當代的工業化社會狀

態，兩者最大的差異之處在於科技對於社會的穿透力。在反身性現代化的社會中，

新興科技對於社會的影響通常是無遠弗屆，將會造成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層

面的改變（轉引自周桂田，1998；2007），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科技風險所帶來後

果，往往是無法預測、也難以溝通的（Denney, 2005）。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

Rinkevicius（2000: 281）甚至認為當代社會已經進入「雙重」風險的時代。尤其是

當各種新興科技導入社會之後，諸如奈米技術、基因改造、航太科技及器官複製

等，都可能引發「新」的社會問題（賴沅輝，2005a；2005b；林宜平等，2010），

使得當代社會中風險的本質更加地複雜、更難以理解。 

本研究所關注的核能發電政策，是備受公認且極具爭議的現代化風險之一。由

於核能發電具有前述「低發生機率、高危害結果」的特質（Slovic et al., 1991），

在全球接二連三的核災事件之後，早已經喚起各國對於核能發電政策的反思與辯論

（Zhua, Jiuchang, & Zhaoa, 2016）。特別是對於地狹人稠的臺灣而言，一旦發生核

                                                      
2 Ulrich Beck 為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由其所提出的風險社會概念，開拓了當代風險研究

新的途徑及領域（Beck, 2004），並成為各種風險研究途徑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

（Denney, 2005）。關於風險社會的討論，國內學者可參考周桂田（1998）、劉維公

（2001）及顧忠華（2001）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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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事故時，政府與社會能否承擔與處理此種「高危害結果」的風險，也引發社會各

界的關注與討論，在彼此無法達成共識的情況下，造成不同團體之間的衝突與對

立。就此而論，在化解各界的對立、建立可接受的共識之前，瞭解民眾對於核能政

策的態度及成因，將是未來政府進行風險評估、管理及溝通的重要基礎（Aven & 

Renn, 2010; Renn, 2008），而建構一個合宜的分析架構來理解民眾核能風險感知的

來源及政策偏好的成因，將是現階段風險治理的重要工作。 

二、影響民眾核電政策偏好之關鍵因素 

鑒於現代化風險的多樣性與複雜性，為理解形塑民眾核電風險感知及政策偏好

的關鍵因素，便需要透過更宏觀與新興的視野，才能釐清民眾核電政策偏好之真正

成因。正如同 Slovic（1997）的觀察，強調即使過去社會科學研究已提供許多寶貴

洞見，但面對當代社會的風險問題時，仍無法提出有效的解決之道與行動準則，故

大聲疾呼政府需要採取新的觀點與方法，以面對與處理當代科技風險的議題。是

以，當代科技風險的治理已經無法僅靠「控制」及「管理」的邏輯，而是必須透過

「互動」、「溝通」、「對話」與「協調」等方式才能克盡全功（Aven & Renn, 

2010; IRGC, 2008; Millstone et al., 2004; Renn, 2008），而瞭解多元利害相關人如何

看待與回應科技風險，便成為進行風險治理的首要之務（Renn, 2008），尤其是社

會大眾對於科技風險的態度、感受及接受程度，應該受到更多的關注（Renn, 2008; 

Slovic, 1997），進而成為政策制定的一環（Renn, 1992；賴沅輝，2005b）。 

經由回顧與綜整相關文獻，本研究發現有兩大範疇的研究，與說明或解釋民眾

的核電政策偏好有關，一是涉及科技風險的文獻（e.g., de Groot, Steg, & Poortinga, 

2013; Jenkins-Smith, Silva, Nowlin, & deLozier, 2011; Zhua et al., 2016）；另一則是

關於環境主義的文獻（e.g., Gadenne, Sharma, Kerr, & Smith, 2011; Kowalska-

Pyzalska, Maciejowska, Suszczyński, Sznajd-Weron, & Weron, 2014; Liao, Tseng, & 

Chen, 2010; Murakami, Ida, Tanaka, & Friedman, 2015; Park, Jung, Kim, &  Lee, 2016; 

Wang, Li, Wu, Gu, & Xu, 2020; Woo et al., 2014）。其中，又以議題知識、機構信

任、電價承受、環境信念及風險感知等變項與民眾的風險接受程度或能源政策偏好

息息相關。因之，本文奠基於科技風險、環保主義及風險治理等文獻，嘗試提出一

個理解民眾核能政策偏好的分析架構，以下內容分別闡述相關變項之間的關聯及研

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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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題知識與政策偏好 

議題知識代表民眾對於該項政策議題的瞭解程度。一般而言，民眾所具備的議

題知識，對於自身政策偏好的形塑具有決定性的影響（Okamoto et al., 2011）。雖

然，議題知識對政策偏好的影響效果，極有可能受到議題性質與測量方式的差異而

有所變化（Connor & Siegrist, 2010），但，整體來說，根據過去科技風險領域的相

關研究，大多指出議題知識將有助於提升民眾對於風險的理解，進而促進民眾對於

科技風險的接受、偏好與行為（Connor & Siegrist, 2010; Costa-Font, Gil, & Traill, 

2008; Hursti & Magnusson, 2003; Siegrist & Cvetkovich, 2000; Zhua et al., 2016）。如

Hursti 與 Magnusson（2003）針對基因改造及有機食品議題所進行的研究，就發

現議題知識較高的民眾，對於基改食品的態度相對正面；而 Connor 與 Siegrist

（2010）針對基因科技的研究，則顯示生物學基礎知識愈高的民眾，對於基因科技

應用於醫療用途的接受愈高。根據以上的論點，本研究認為民眾所具備的核電知

識，將會影響民眾對於核能發電政策的態度與偏好，其中，特別是關於能源現況與

核能特性等方面的基礎知識愈高，愈有助於促進民眾對於核能發電政策的支持。因

此，提出以下的假設： 

 
假設 A：民眾所具備的核電知識愈高，對於核能發電政策的支持愈高。 

（二）機構信任與政策偏好 

機構信任則是民眾對於政府機關施政能力的認同程度。對於民主國家而言，信

任是提供政治體系「合法性」（legitimacy）與「永續性」（sustainability）的來源

（Blind，2006），而民眾對於政府機構的信任程度愈高，愈容易接受或支持政府

所推動的政策及法案。特別是當民眾需要進行風險評估或決策時，在自身知識不夠

充足的限制之下，對於政府機關能力的信任程度，便成為民眾決策的重要依據

（Connor & Siegrist, 2010），而這類機構信任之標的，可以是對風險管理機構的情

感 信 任 ， 或 者 是 對 其 所 具 備 的 技 術 、 能 力 以 及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等 的 專 業 信 任

（Siegrist, 2000；洪鴻智，2005）。根據過去科技風險領域的相關研究，均提及機

構信任有助於降低風險決策的複雜性，進而提升民眾對於科技風險的接受、偏好與

行為（Connor & Siegrist, 2010; Siegrist, 1999; 2000）。如 Connor 與  Siegrist

（2010）針對基因科技的研究，便指出民眾的機構信任程度，對於將基因科技應用

於醫療與非醫療用途的態度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基於上述的論點，本研究認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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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於機構的信任，將會影響民眾對於核能發電政策的態度與偏好，其中，特別是

對於政府監督與管理核能電廠相關能力的信任愈高，愈有助於提升民眾對於核能發

電政策的支持。是以，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設： 

 
假設 B： 民眾對管理核電相關機構的信任愈高，對於核能發電政策的支持

愈高。 

（三）電價承受與政策偏好 

在說明電價承受與政策偏好的關聯之前，本文先就與電價承受相關概念進行闡

述，將有助於理解與掌握電價承受之內涵與定位。願付價格是指個人為取得特定服

務或消費特定產品所願意付出的最高價格（Li & Meshkova, 2013），除了「市場

財」（market goods）之外，願付價格亦可應用於非市場財的價值評估（Breidert, 

Hahsler, & Reutterer, 2006）。晚近，愈來愈多的實證研究透過測量民眾對於各類能

源的願付價格，作為瞭解民眾對於不同能源選項偏好的依據（Aldy, Kotchen, & 

Leiserowitz, 2012; Farhar & Houston, 1996; Goto & Ariu, 2010; Liao et al., 2010; 

Murakami et al., 2015; Park et al., 2016; Woo et al., 2014），其中，若干研究發現民眾

對於能源的願付價格在某種程度上與環保主義或「綠色消費」（green consumption）

等行為有關（Farhar & Houston, 1996; Liao et al., 2010; Murakami et al., 2015; Park et 

al., 2016; Woo et al., 2014）。例如 Park 等人（2016）的研究，分析韓國民眾對於使

用再生能源取代核能發電與石化燃料的願付價格；而 Woo 等人（2014）的研究，

則是聚焦於使用天然氣及核能發電取代燃煤發電的願付價格，指出香港民眾對於天

然氣發電的願付價格為核能發電的兩倍；此外，Murakami 等人（2015）的跨國研

究，則是比較美國與日本民眾對於使用再生能源與核能發電取代石化燃料的願付價

格，發現日本民眾對於核能發電的願付價格普遍較低。是以，上述的研究均顯示，

透過分析民眾對特定能源的願付價格，有助於說明其對於特定能源政策的支持。 

理論上，可以透過問卷直接測量民眾具體的願付價格（Breidert et al., 2006），

其中，又以「條件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的應用最為廣泛

（Park et al, 2016; Woo et al., 2014）。然而，實際上，條件評估法可能因詢價

（inquiry）的方式或消費的經驗等差異，而使得所建立的虛擬市場與實際的情況有

所出入。此外，通常在研究主題與問卷長度的限制之下，除非是量身訂做，否則條

件評估法的實證調查資料通常難以取得，而常見的權宜方法便是直接詢問民眾對於

價格變動的主觀接受意願，即價格承受的概念（García-Acebrón, Vázquez-Casie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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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lesias, 2010），例如原承君、林翠芳（2017）的研究，便以民眾之稅負的主觀

犧牲意願，作為測量其願付價格之替代方式。據此，本研究認為民眾對於電價的承

受意願，將影響其對於核能發電政策的態度與偏好，換句話說，若民眾對於其他能

源發電的價格承受意願愈高，愈可能傾向改用其他能源發電，而放棄核能發電政

策。故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設： 

 
假設 C： 民眾對改用其他能源發電的電價承受愈高，對於核能發電政策的

支持愈低。 

（四）環境信念與政策偏好 

在說明環境信念與政策偏好的關聯之前，本文先就與環境信念相關概念進行闡

述，將有助於理解與掌握環境信念之內涵與定位。環境意識與環保主義或「親環境

行 為」（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s, PEB ） 等 概 念 密 切 相 關 （ Harju-Autti & 

Kokkinen, 2014; Zelezny & Schultz, 2000）。環境意識指的是人們對於所意識到的環

境問題，以及為解決相關問題付出努力的程度或提供貢獻的意願（Dunlap & Jones, 

2002: 485）。Zhao、Leiserowitz、Maibach 與 Roser-Renouf（2011）對全球暖化的

研究，便證實民眾的環境意識，對於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的支持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更具體地說，環境意識所代表的是個人採取親環境行為的態度或傾向（Sánchez & 

Lafuente, 2010; Zelezny & Schultz, 2000），並可再細分為不同的層面，如情感、認

知、傾向或行為等（Sánchez & Lafuente, 2010），其中，又以情感層面與「新環境

典 範」（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NEP ） 及 親 環 境 行 為 的 關 聯 較 為 密 切

（Sánchez & Lafuente, 2010; Stern, Dietz, Kalof, & Guagnano, 1995），而值得加以關

注。 

惟環境意識的概念過於廣泛，與既有科技風險研究中的若干概念重疊，加上測

量題項眾多，且隱含著強烈的規範導向，使得其應用於能源研究的限制較多。是

以，在既有的能源研究中，大多將此種個人對於環境所抱持之特定的價值或意識，

當 作 一 種 實 務 導 向 的 認 知 框 架 ， 而 稱 之 為 環 境 信 念 （ Gadenne et al., 2011; 

Kowalska-Pyzalska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20）。簡單的說，個人的環境信念是

一種價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的框架，用以觀察或理解世界（Stern et al., 

1995 ） ， 故 其 具 備 濾 鏡 般 的 效 果 ， 將 能 夠 引 導 及 形 塑 人 們 的 態 度 或 行 動

（Kowalska-Pyzalska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20）。換句話說，透過環境信念的

輔助，能夠解釋個人在環境態度或行為的變動（Stern et al., 1995；原承君、林翠



‧公共行政學報‧  第五十八期  民109年3月 

‧10‧ 

芳，2017）。儘管環境信念對於態度或行動的影響，取決於該特定信念陳述地邏輯

或方式（Wang et al., 2020），不過，許多研究的結果均證實，在強調核電有助於減

緩氣候變遷或全球暖化的前提之下，民眾是願意支持核電的（Corner et al., 2011; 

Pidgeon, Lorenzoni, & Poortinga, 2008）。是以，參照前述的相關文獻，本研究認為

民眾對核電所具備的環境信念，將會左右民眾對於核能發電政策的態度與偏好，其

中，對於相信核電為乾淨能源（如能減緩全球暖化或降低溫室效應等陳述）之環境

信念的程度愈高，民眾愈願意支持核能發電政策。爰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設： 

 
假設 D： 民眾對核電為乾淨能源的環境信念愈高，對於核能發電政策的支

持愈高。 

（五）風險感知與政策偏好 

晚近，愈來愈多的研究嘗試從風險感知的論點，來理解人們對於風險的態度或

行為（Slovic et al., 1982, Slovic et al., 1991; Slovic, 2010, Renn, 2008）。簡單的說，

風 險 感 知 的 理 論 基 礎 來 自 於「認 知 心 理 學」（ cognitive psychology ） 的貢 獻

（Slovic et al., 1982），而方法的部分則是源自於心理測量學的領域，主要是結合

心理測量學的測量方式與多元變項的分析，用以衡量公眾對於風險的態度、感受

（Slovic et al., 1982）、感覺（Slovic, 2010）或意象（Renn, 2008; Slovic et al., 

1991）。一直以來的研究結果均顯示，公眾對於具備恐懼風險特質的核能發電，大

多偏向於負面的感知（Slovic, 1987; Slovic et al., 1982; Slovic et al., 1991; Zhua et al., 

2016）。Slovic 等人（1991）針對核能廢棄物的研究，便指出民眾幾乎都是抱持負

面的看法與感受，僅有少數提及正面的效益；而 Rinkevicius（2000）針對核能電廠

的研究，同樣發現多數核能電廠周遭的居民（70%）認為核能電廠是危險的，甚至

有 39% 的居民因為擔心健康而同意立即關掉核能電廠。 

此外，過去科技風險領域的相關研究，則進一步證實民眾的風險感知與科技風

險的接受、偏好與行為之間，存在顯著的負向關係（Connor & Siegrist, 2010; de 

Groot et al., 2013; Jenkins-Smith et al., 2011; Klerk & Sweeney, 2007; Siegrist, 1999; 

2000; Zhua et al., 2016），其中，在核能的相關研究方面，Jenkins-Smith 等人

（2011）針對「核廢料隔離先導場」（Waste Isolation Pilot Plant, WIPP）設施的研

究，就指出民眾對於 WIPP 所感知的負面風險愈高，投票反對 WIPP 啟用的意願愈

高；而 Zhua 等人（2016）針對「核能發電廠」（Nuclear Power Plant, NPP）的研

究，則發現民眾對於 NPP 所感知的負面風險愈高，採取反核行動的意願愈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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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述的論點，本研究認為民眾對於風險的感知將影響其政策偏好與行為，就目前

核能發電的研究結果，大部分的民眾對於核能的風險感知多為負面的態度及感受，

而這些負面的風險感知將直接轉化為民眾對於核能政策的反對力量與抗拒行為

（Gardner et al., 1982; Jenkins-Smith et al., 2011; Rinkevicius, 2000; Zhua et al., 

2016）。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假設： 

 
假設 E： 民眾感知到的負面核能發電風險愈高，對於核能發電政策的支持

愈低。 

（六）議題知識、機構信任、電價承受、環境信念與風險感知 

探索民眾風險感知的來源，是進行風險研究重要的議題（Anderson & Felici, 

2012; Gardner et al., 1982; Wildavsky & Dake, 1990），但，鮮少在核能議題的研究

中被提及與檢證（Ho et al., 2019; Zhua et al., 2016），故其研究的價值自不待言。

延續前述的討論，以下內容按照不同的風險研究途徑，依序說明議題知識、機構信

任、電價承受、環境信念與風險感知之間的關聯。首先，知識理論著重在議題知識

的影響力，主張民眾對於科技的恐懼與害怕，主要來自於對科技的不瞭解或不熟

悉，因此，如能提高民眾對於科技的認識與理解，將有助於降低民眾對於科技風險

的負面感知（Anderson & Felici, 2012; Costa-Font et al., 2008; Klerk & Sweeney, 2007; 

Zhua et al., 2016；林宜平等，2010；黃浩榮，2003）。如 Klerk 與  Sweeney

（2007）針對基改食品的研究，就發現民眾的議題知識愈高，對於特定風險的負面

感知愈低；其次，信任理論則是強調社會信任的影響力，指出信任有助於降低風險

決策時的複雜性（Siegrist, 2000），而民眾對於管理風險的機構或組織的信任，將

影響民眾對於科技風險的感知（Gardner et al., 1982; Siegrist, 1999; 2000; Siegrist, 

Cvetkovich, & Roth, 2000; Siegrist, Keller, Kastenholz, Frey, & Wiek, 2007）。例如

Siegrist（1999）與 Siegrist（2000）針對基因科技的研究，均證實民眾的機構信任

愈高，對於風險的負面感知愈低；而 Siegrist 等人（2000）針對殺蟲劑、核能及人

工甜味劑以及 Siegrist 等人（2007）針對「奈米科技」（Nanotechnology）的研究

結果，也有相同的結論。晚近，Ho 等人（2019）在核能發電的研究，亦發現兩者

之間存在顯著的負向關係。 

接著，經濟理論聚焦於經濟條件的影響力，強調經濟的誘因或成本將影響民眾

對於風險的感知與承受。Wildavsky 與 Dake（1990）便指出基於經濟的理由，有

錢的居民與貧窮的居民都會為了經濟的利益，而接受科技帶來的風險，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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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錢的居民所受的利益通常更多，因為他們具備免除風險危害的能力，如透過

遷徙以遠離風險的危害，仍可繼續享有科技所帶來的利益（De Rodes, 1994）。相

反地，在後物質主義的影響下，居民則寧願犧牲自身的經濟利益，以換取更多的社

會關係與個人健康（Wildavsky & Dake, 1990），或者降低特定風險的承受（張

寧、黃崑峰，2015），十分貼近願付價格與電價承受的論點；最後，文化理論提及

信念及價值的影響力，認為民眾為能維持自身的生活方式，將會自我決定所害怕之

對象與程度，而此一系列的風險選擇（如關注對象與行為偏好）都將與其所處的文

化框架有關（Wildavsky & Dake, 1990）。是以，個人的風險選擇將受到其信念及

價值的影響，而其深層的信念及價值則又鑲嵌於其世界觀或意識形態之中（Leiter, 

2008; Wildavsky & Dake, 1990），而前述所提及的環境信念便屬於個人之世界觀或

意識形態層面的因素。 

整體而論，在上述各種研究風險感知的途徑當中，以知識理論與信任理論的論

點，受到較多研究的關注與驗證，特別是探討科技風險範疇的文獻，而經濟理論與

文化理論的論點，雖較少被測試與檢驗，但已受到愈來愈多環境與能源等研究的重

視。因此，綜合以上的討論，本研究提出的假設如下： 

 
假設 F-1： 民眾所具備的議題知識愈高，其感知到的負面核能發電風險愈

低。 

假設 F-2： 民眾對管理核電相關機關的信任愈高，其感知到的負面核能發

電風險愈低。 

假設 F-3： 民眾對改用其他能源發電的電價承受愈高，其感知到的負面核

能發電風險愈高。 

假設 F-4： 民眾所具備特定的核電環境信念愈高，其感知到的負面核能發

電風險愈低。 

（七）控制變項：人口基本變項 

在科技風險與環境主義的研究中，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政黨認同等人口基

本變項，經常被認為是形塑民眾風險態度或政策偏好之重要因素（Connor & 

Siegrist, 2010; Wildavsky & Dake, 1990；原承君、林翠芳，2017），而 Jenkins-Smith

等人（2011）、Besley 與 Oh（2014）及梁世武（2014）的研究，則證實這些變項

對於民眾的核電政策偏好具有若干程度的影響。其中，對於某些意識形態鮮明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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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來說，政黨認同對於民眾政策偏好的形塑更是明顯（Hawley, 2011），尤其是在

臺灣兩大政黨聯盟（泛藍與泛綠）各自擁有不同核電政策訴求的情況之下（Turton, 

2013），便不難理解政治因素對於核能政策的潛在影響，基此，本研究特別關注人

口基本變項中政黨認同的影響效果（Wildavsky & Dake, 1990）。 

三、風險爭論層級與溝通策略 

本研究之目的在釐清民眾核電偏好的成因，並以此作為風險溝通之基礎。基

此，如能具體掌握相關因素所屬之風險爭論層級與對應之溝通策略，將有助於我國

核電風險治理之推動。根據 Aven 與 Renn（2010）的看法，認為按照議題的衝突

密度與複雜程度，可將風險爭論（risk debate）區分為三大層級，即知識與專業、

經驗與能力及世界觀與價值，如圖一所示。其中，第一層級的風險爭論是關於知識

與專業，主要涉及事實性爭論，如或然率、「暴露程度」（exposure level）、「劑

量反應關係」（dose-response-relationship）及潛在傷害程度等；第二層級的風險爭

論是關於經驗與能力，探討風險處理的制度性能力，如風險與利益的分配，以及對

風險管理機關的信任等；第三層級的風險爭論是關於世界觀與價值，處理社會價值

與文化-生活型態之差異，以及因其衍生而出之對風險管理的影響。 

 

圖一 風險爭論的分析層級 

資料來源： 轉引自 Risk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Concepts, guidelines and applications 

(p. 161), by T. Aven & O. Renn, 2010, Heidelberg, DE: Springer. 

  

 

衝突密度 

複雜程度 

知識與專業 

經驗與能力 

世界觀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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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對照前述所提及之各類變項，議題知識可歸類於層級一的風險爭論，機

構信任、電價承受及風險感知則屬層級二，環境信念則是層級三。此外，Aven 與 

Renn（2010: 161）亦提出三種層級風險爭議各自的溝通需求與評估準則，如表一

內容。由此可知，如欲化解不同層級的風險爭議，必須採取相對應的溝通策略，而

層級愈高的風險衝突，則愈需要創造讓利害相關人互動及對話的機會，藉此增進彼

此的相互理解，進而消弭雙方的意見歧異。 

表一 不同層級之風險爭議與其溝通需求與評估準則 

層級 挑戰 衝突議題 溝通需求 評估準則 

1 複雜性 知識與專業 資訊轉移 

聽眾資訊近用 

資訊可瞭解性 

關注公眾關心之事 

確認所建構之問題  

2 不確定性 經驗與能力 

與利害相關

人及公眾溝

通 

與公眾期待有所相符 

對公眾需求保持開放 

定期諮詢 

處理危機情況之普遍同意程序 

3 模糊性 
世界觀與 

價值 

溝通與 

調解 

受影響對象之代表性的平等 

理性論述規則之自願性遵守 

納入最優秀之可獲得專家 

清楚之機關執掌與合法化 

資料來源： 整理自 Risk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Concepts, guidelines and applications 

(pp. 161 & 178), by T. Aven & O. Renn, 2010, Heidelberg, DE: Springer. 

 

參、研究設計 

根據前述文獻分析的內容，本研究歸納出若干影響民眾核能發電政策偏好的關

鍵因素，並透過實際的調查資料進行檢證。以下內容說明本文之研究架構、資料來

源、變項操作及相關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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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聚焦在民眾之議題知識、機構信任、電價承受、環境信念及風險感知

等變項對於其核能發電政策偏好的影響效果，同時，為排除變項之虛假關係，輔以

性別、年齡、政黨認同及教育程度等人口基本變項作為模型之控制變項，研究架構

請參見圖二。 

 

圖二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為次級資料分析，所使用的資料係黃東益與李仲彬（2012）針對核能安

全與政策發展所蒐集的調查資料。該調查是利用「線上市調平台」（Intelligence 

Survey Platform, ISP）進行問卷模組設定，並寄發「電子邀請函」（Electronic 

Direct Mail, EDM）邀請符合資格之受訪者（須年滿 20 歲）上網填寫問卷，而調查

執行的期間為 2011 年 11 月 21 日至同月 30 日（於福島核電事故發生之後），共取

得 1,069 份有效樣本，本研究針對加權後的資料進行分析。此外，為使資料中的樣

本結構，更加貼近真實社會中的人口分佈狀況，本研究參照內政部戶政司之人口統

議題知識 

機構信任 

風險感知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政黨認同 

政策偏好 

電價承受 

環境信念 

A 

B 

E 

C 

D 

F-1 

F-2 

F-3 

F-4 



‧公共行政學報‧  第五十八期  民109年3月 

‧16‧ 

計資料進行「多重反覆加權」（raking），惟年齡變項因分類基準不同而無法檢

定。經加權之後，調查樣本在性別與教育程度等人口變項與母體已無顯著差異。必

須強調的是，此種依戶籍統計資料來調整樣本結構之策略，仍有若干力有未逮之

處，特別是在單一調查工具涵蓋率有限的情況之下（洪永泰，2005；洪永泰等，

2014；張鐙文、黃東益、洪永泰，2017）。是以，當研究者面臨這類的調查限制，

如欲利用單一抽樣底冊之結果進一步推論至母體之真實數值時，在資料的解讀上應

更小心謹慎為之。 

三、概念操作化與變項處理過程 

為能檢證前述的研究假設，本研究將變項重新歸類與整理，以符合研究目的之

所需，各類變項的操作化與處理過程說明如後（請參見表二內容）。在自變項部

分，包括議題知識、機構信任、電價承受及環境信念。首先，議題知識是指受訪者

對特定議題的瞭解程度（Connor & Siegrist, 2010; Perko, Van Gorp, Turcanu, 

Thijssen, & Carle, 2013; Siegrist & Cvetkovich, 2000; Zhua et al., 2016）。3 本研究綜

合參考相關研究（Perko et al., 2013；張耀仁、黃孔良、葛復光，2019），所選定的

題目為測試民眾對於核能發電的基本認知，分別以開放題與是非題兩種題型進行測

量，本研究重新計算受訪者之得分，如果民眾回答正確即給予 1 分，回答錯誤則不

給分，並將 3 題的得分加總（最低 0 分，最高 3 分），作為受訪者議題知識的得

分，數值愈高表示民眾對於核能的基本認識愈多。其次，機構信任則是指受訪者對

於政府相關單位管理或處理核能事務能力的信任程度（Connor & Siegrist, 2010; 

Perko et al., 2013; Siegrist, 1999; 2000; Siegrist & Cvetkovich, 2000; Siegrist, et al., 

2000）。本研究綜合參考相關研究（Perko et al., 2013; Siegrist et al., 2000），聚焦

於政府的各項作為，所選定的題目為詢問民眾對政府所公布核能資訊、監督核能電

廠以及處理核能事故能力等方面的信任，以李克特四等量表進行測量，本研究將這

三題進行加總後平均，代表受訪者對於政府能力的信任，數值愈高表示民眾對於政

府的信任愈高。 
                                                      
3  一般而言，議題知識可分為「主觀知識」（subjective knowledge）與「客觀知識」

（objective knowledge）兩種測量方式，前者是讓人們評估自己對於議題的瞭解程度；後

者則是用問題測試人們對於議題的實際掌握（Connor & Siegrist, 2010; Costa-Font et al., 

2008）。相較之下，客觀知識測量的設計較為複雜與困難（Klerk & Sweeney, 2007），

不過，其優點則是具備公平、客觀的比較基準，而非流於受訪者的自我判斷。惟 Oshita

（2019）則認為主觀知識的測量相對簡單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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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類變項之操作化與測量 

變項類型 變項名稱 代號 操作化 尺度 

自變項 

議題知識 

IK-1 請問您知道臺灣有幾座運轉中的核能發電廠嗎？ 

加總後

為等距

尺度 

IK-2 
請問您認為人體、日常食物及地表土壤中有沒有

輻射？ 

IK-3 
請問您認為核能發電占臺灣整體發電量為最高對

不對？ 

機構信任 

GT-1 
請問您相不相信政府公佈的核能和輻射安全監測

資訊？ 

順序 GT-2 
請問您信不信任政府對核能電廠的監督管理能

力？ 

GT-3 
請問您信不信任政府對於核安事故緊急應變的能

力？ 

電價承受 PT 
如果以其他能源發電，會造成電費的上漲，請問

您支持還是反對以其他能源發電？ 
順序 

環境信念 EB 

有人說：「核能發電比煤、石油，可以減少二氧

化碳的排放，對減緩全球暖化有幫助」，請問您

同意不同意這種說法？ 

順序 

中介變項 風險感知 

RP-1 
請問，若將核能發電的風險與生活中的其他安全

風險相比較，您認為… 
順序 

RP-2 
請問，您認為核能發電所帶來的是「風險」比較

多？還是「利益」比較多？ 

依變項 政策偏好 PP 
臺灣使用核能作為發電的方式之一，請問您是支

持還是反對？ 
順序 

控制變項 

性別 G 請問您的性別？ 名目 

年齡 A 請問您今年幾歲？ 順序 

教育程度 E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 順序 

政黨認同 PI 

目前國內有幾個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親

民黨及台聯黨。請問您認為您自己平常比較支持

哪一個政黨？ 

名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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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電價承受代表受訪者對於使用特定能源發電之電費價格的主觀接受意願

（García-Acebrón et al., 2010），類似於願付價格的概念，但，採取更直接的測量

方式。本研究聚焦於測量民眾對採用特定能源發電之電價承受，所選定的題目為詢

問民眾在電費上漲的前提之下，對於使用其他能源發電的支持程度，4 以李克特四

等量表進行測量，代表受訪者對於電費變動的承受意願，數值愈高表示民眾對於電

費調漲的接受程度愈高；最後，環境信念是個人對於特定環境問題的價值、信念或

世界觀（Gadenne et al., 2011; Kowalska-Pyzalska et al., 2014; Sánchez & Lafuente, 

2010; Wang et al., 2020）。本研究綜合參考相關研究（Sánchez & Lafuente, 2010; 

Zhao et al., 2011），聚焦在測量對特定環境問題的信念，所選定的題目為詢問民眾

對於核能發電有助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意程度，5 以李克特四等量表進行測

量，代表受訪者對於核能發電所導致之特定環境結果的信念，數值愈高表示民眾相

信該結果會發生的程度愈高。 

在中介變項與依變項部分，風險感知是指受訪者對於風險的態度、感受、感覺

或意象（Slovic et al., 1982, Slovic, Layman & Flynn, 1991; Slovic, 2010, Renn, 

2008）。6 既有題項限制之下，本研究綜合參考相關研究（Jenkins-Smith et al., 

2011; Siegrist, 1999; Siegrist & Cvetkovich, 2000），所選定的題目為詢問民眾認為核

能發電所帶來的風險或是利益較多，以及核能發電風險與其他風險相比的高低，均

以李克特五等量表進行測量，本研究將這兩題進行加總後平均，代表受訪者對於核

                                                      
4  補充說明的是，能源政策的規劃與合理電價的制定兩者是密不可分的議題。是以，因國

家能源政策轉變所衍生的相關成本，是否轉嫁以及轉嫁多少到民眾的電費帳單，向來是

各國能源政策轉型的挑戰之一（劉光瑩，2014）。相同地，因改用其他能源發電所造成

電價調漲的議題，亦是現階段臺灣能源政策轉型所面臨的爭議之一，特別是關於實施廢

核政策後是否會造成電費上漲的結果（朱冠諭，2019）。因此，本研究所選定的題項，

在臺灣核能政策的發展系絡中有其代表性。 
5  補充說明的是，許多國家因考量核能發電具備乾淨、便宜又環保的特性，而選擇設置核

能電廠（楊清田、林立夫，2011；過子庸、何其穎，2012）。「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最新的報告中，便主張核能是乾淨的能源，是全球第二

高的低碳電力，同時，呼籲各國在兼顧安全的前提下，對核能發電保持開放的態度

（IEA, 2019）。故，本研究選定之題項有其代表性。 
6  實務上對於風險感知存在兩種不同的衡量途徑，一是將風險拆解為不同的面向，透過多

重題組的方式，逐項評估感知的各類風險（Siegrist, 1999; 2000; Zhua et al., 2016）；另一

則是將風險視為整體的概念，透過單一題項的方式，直接評估感知的整體風險（Jenkins-

Smith et al., 2011; Siegrist & Cvetkovich, 2000; Siegrist et al., 2007）。然，兩種衡量途徑的

優劣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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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風險感知的程度，數值愈高表示民眾感知的風險較多或較大；政策偏好則是指受

訪者對於特定政策的支持程度（Zhao et al., 2011），即以核能作為臺灣發電方式的

政策支持。本研究參考相關研究（de Groot et al., 2013; Visschers & Siegrist, 2013; 

Zhao et al., 2011），所選定的題目為詢問民眾對於使用核能發電的支持程度，以李

克特四等量表進行測量，數值愈高代表民眾愈支持該項政策。 

最後，在控制變項方面，性別與政黨認同採用虛擬編碼，性別部分以「女性」

作為參照組，政黨認同部分先將選項合併為泛藍、泛綠與無政黨認同等三種屬性，

再將「無政黨認同」作為參照組；而年齡、教育程度則為順序尺度，直接納入模

型。 

四、變項信、效度檢驗 

受限於次級資料分析，本研究中的變項大多是單一題項的測量，僅有議題知

識、機構信任及風險感知等變項屬於多元題項的測量，需要進行信、效度的檢驗。

其中，由於議題知識題組則是屬於特定事實認知的測量，而非抽象概念的測量，故

無需執行信、效度的檢驗。因此，以下分析主要針對機構信任與風險感知等變項之

信、效度進行檢測。在變項的信度檢驗部分，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數作為評估

題組信度的標準，係數越高則代表該變項測量題組的內部一致性愈高（傅粹馨，

2002）。從表三內容得知，機構信任題組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772，而風險感

知題組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812，結果顯示無論是機構信任或風險感知的題組

均具備良好的信度。另一方面，在變項的效度檢驗部分，本研究以因素分析中「驗

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作為衡量題組「建構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的標準。7 依據表三的結果，機構信任以及風險感知題組之各

題的特徵值均大於 1 且因素負荷量亦高於 0.9，同時，總累積解釋變異量也都達到

82% 以上，顯示無論是機構信任或風險感知的題組均具備良好的建構效度。 

  

                                                      
7  一般而言，特徵值、因素負荷量與累積解釋變異量是因素分析中的三項重要指標，其

中，因子的特徵值必須大於 1 且因素負荷量高於±0.7，而總累積解釋變異量也必須達到

60% 以上，才能說明所萃取出的因子足夠代表該組資料（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 

Tatham, 2006）。本研究選擇「直交轉軸法」（orthogonal factor rotation）中的「最大變

異法」（VARIMAX），作為因素分析的轉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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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機構信任與風險感知題組之信、效度檢驗 

變項 代號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Cronbach’s Alpha 

機構 
信任 

GT-1 0.914 

83.54 0.772 GT-2 0.931 

GT-3 0.897 

風險 
感知 

RP-1 0.909 
82.53 0.812 

RP-2 0.9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中介效果的檢驗條件與流程 

就方法論的觀點，欲證實中介效果的存在並非易事，必須滿足一系列的檢證條

件才能克盡全功。Baron 與  Kenny （1986）認為，「中介效果」（mediation 

effect）的確認，至少必須使用三個迴歸模型來檢證，並且滿足四項條件，如此才

能充分確認中介效果的存在，相關程序與條件如表四內容。其中，條件 4 的作用，

主要是作為判斷「完全中介效果」（full mediation effect）或「部分中介效果」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的標準（Baron & Kenny, 1986）。 

表四 中介效果的驗證條件與程序 

檢證條件 迴歸模型8 

條件 1 
自變項的變化與依變項的變化存在顯著關

係。 
迴歸模型一 y = +  

條件 2 
自變項的變化與中介變項的變化存在顯著關

係。 
迴歸模型二 m = +  

條件 3 
在控制自變項的效果之後，中介變項的變化

仍然與依變項的變化存在顯著關係。 
迴歸模型三 y = . + . +  

條件 4 
在控制中介變項的效果之後，自變項的變化

與依變項的變化顯著性消失或小於迴歸模型

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Baron 與 Kenny（1986） 

                                                      
8  在迴歸方程式中 x 代表自變項，m 代表中介變項，而 y 則代表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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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愈來愈多的研究指出 Baron 與 Kenny 的方法存在某些的限制，建議改

用「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L）較為合適。不過，晚近 LeBreton、

Wu 與 Bing 針對中介變項的研究，則發現當模型所涉及的變項較少，且在缺乏實

證資料支持變項關係的情況之下，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l least squares, 

OLS）相對適合（LeBreton, Wu, & Bing, 2012）。因此，在欠缺過去研究支持與涉

及變項不多的條件下，本研究按照 Baron 與 Kenny（1986）的建議步驟，採用

「多元階層迴歸」（multipl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進行模型之中介效果

的檢證。 

肆、資料分析 

本小節透過不同的統計分析方法回答與驗證前述之研究問題及假設。首先，藉

由描述性統計依序針對人口變項（控制變項）、議題知識、機構信任、電價承受、

環境信念（自變項）、風險感知（中介變項）以及政策偏好（依變項）等變項進行

分析，說明各類變項之分布情況；接著，利用各種關聯性分析方法，探討人口變項

與核心變項（自變項、中介變項及依變項）之關聯（使用 t 檢定與變異數分析），

以及核心變項相互之關聯（使用相關分析）；最後，選用多元階層迴歸分析，逐步

檢證各類變項對於政策偏好之影響程度，藉此瞭解形塑民眾核能政策偏好之成因。 

一、變項分布之分析 

受訪者在人口變項之分布情況，如附錄表 A 所示。從分析結果得知，在性別

的分布上，男性（49.2%）與女性（50.8%）的比例相當，但以女性的比例稍高一

點；在年齡的分布上，主要以 30-39 歲（37.3%）與 40-49 歲（32.4%）的比例較

高；在教育程度的分布上，則是以大專/大學（48.1%）的比例最高，而高中/高職

（31.8%）的比例為其次；在政黨認同的分布上，以中立的比例較高（58.8%），

而支持泛藍（26.2%）的比例又高於支持泛綠（15.0%）。 

表五內容則是呈現自變項、中介變項與依變項的分布情況。從分析結果得知，

首先，在自變項的部分，議題知識的平均數是 1.55、標準差是 0.839，代表民眾對

於核能發電議題所具備的基礎知識並不充足；機構信任的平均數是 2.27、標準差是

0.726，顯示民眾對於政府核能發電管理能力的信心偏低；電價承受的平均數是

2.21、標準差是 0.906，代表民眾對於改用替代能源發電所造成電費上漲之接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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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偏低；環境信念的平均數是 2.77、標準差是 0.846，顯示民眾對於使用核能發電

有助於減緩全球暖化之認同程度偏高。其次，在中介變項的部分，風險感知的平均

數是 3.24、標準差是 1.172，代表民眾認為核能發電所帶來的風險偏高，而且民眾

對於核能發電的風險感知差異亦偏大。最後，在依變項的部分，政策偏好的平均數

是 2.58、標準差是 0.863，顯示民眾對於核能發電的態度相對傾向支持。 

表五 核心變項之描述性統計9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個數 

自變項 

議題知識 1.55 0.839 0 3 1072 

機構信任 2.27 0.726 1 4 951 

電價承受 2.21 0.906 1 4 980 

環境信念 2.77 0.846 1 4 900 

中介變項 風險感知 3.24 1.172 1 5 954 

依變項 政策偏好 2.58 0.863 1 4 928 

說明：個數未達1072，代表該題項有無反應選項，而排除於分析過程之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變項關聯之檢視 

在人口變項與核心變項的關聯性部分，主要透過 t 檢定及變異數分析進行分

析。由附錄表 B 內容得知，在性別方面，無論是議題知識、機構信任、電價承

受、環境信念、風險感知以及政策偏好的 t 檢定均達到顯著水準，代表性別對於所

有變項的分布均有影響，其中，電價承受及風險感知是女性高於男性之外，其餘變

項則是男性高於女性；在年齡方面，僅電價承受及環境信念的變異數分析未達到顯

著水準，代表年齡對於電價承受及環境信念的分布不具影響，其中，議題知識隨著

年齡增加而提升；在教育程度方面，無論是議題知識、機構信任、電價承受、環境

信念、風險感知以及政策偏好的變異數分析均達到顯著水準，代表教育程度對於所

                                                      
9  除議題知識之外，各題組變項處理的方式均為題目加總後再除以題數。補充說明的是，

在缺乏歷年數據作為比較基準的前提之下，本研究將各變項之題項測量的中間值，作為

判斷該變項平均值高低的輔助標準。舉例而言，李克特四等量表的中間值是 2.5，而李克

特五等量表便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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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變項的分布產生影響，其中，議題知識及環境信念隨著教育程度增加而提升，風

險感知則是隨著教育程度增加而降低；在政黨認同方面，僅電價承受的變異數分析

未達到顯著水準，代表政黨認同對於電價承受的分布不具影響，其中，除了電價承

受及風險感知是泛綠支持高於泛藍支持之外，議題知識、機構信任、環境信念以及

政策偏好均是泛藍支持高於泛綠支持。由此可知，無論是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或

政黨認同對於議題知識、機構信任、電價承受、環境信念、風險感知以及政策偏好

均有相當程度之影響，顯示人口變項與核心變項之間關聯。 

在核心變項彼此的關聯性部分，主要透過相關分析進行檢測。從表六分析結果

得知，除了議題知識與機構信任、議題知識與電價承受未達顯著水準之外，議題知

識與環境信念（0.218）、議題知識與風險感知（-0.161）、議題知識與政策偏好

（0.187）、機構信任與電價承受（-2.202）、機構信任與環境信念（0.395）、電

價承受與環境信念（-0.131）及電價承受與風險感知（0.286）均為低度相關（係數

介於 0.10 到 0.39）；而機構信任與風險感知（-0.404）、機構信任與政策偏好

（0.405）、電價承受與政策偏好（-0.444）、環境信念與風險感知（-0.558）、環

境信念與政策偏好（0.486）及政策偏好與風險感知（-0.613）皆為中度相關（係數

介於 0.40 到 0.69）。值得說明的是，除了電價承受之外，當其他變項跟風險感知

進行相關分析時，所得到的相關係數均為負值。 

表六 核心變項之相關分析 

變項 A B C D E F 

A 議題知識 1      

B 機構信任 -0.060 1     

C 電價承受 0.084** -0.202*** 1    

D 環境信念 0.218*** 0.395*** -0.131*** 1   

E 風險感知 -0.161*** -0.404*** 0.286*** -0.558*** 1  

F 政策偏好 0.187*** 0.405*** -0.444*** 0.486*** -0.613*** 1 

註：* p < 0.05, ** p <0.01, *** p <0.001。 

註：  淺灰色代表兩變項為低度相關，而  深灰色代表兩變項為中度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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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設之檢證 

以下根據 Baron 與 Kenny（1986）所提出的條件與程序，並參考 LeBreton 等

人（2012）的建議，利用多元階層迴歸檢證研究假設與架構。本研究分別透過七個

迴歸模型逐步檢驗變項之間的關係，模型Ⅰ至Ⅲ的依變項是風險感知，目的是檢視

控制變項與自變項對於中介變項的影響；模型Ⅳ至Ⅶ的依變項是政策偏好，目的是

檢視控制變項、自變項以及中介變項對於依變項的影響，相關分析結果請參見表七

與表十內容。 

（一）風險感知的多元階層迴歸分析 

首先，模型Ⅰ與Ⅱ檢視控制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或政黨認同等）對中

介變項（民眾對核能發電的風險感知）的影響。從表七得知，在模型Ⅰ與Ⅱ中，調

整後 R2 分別為 5.4% 與 12.3%，F 檢定均達顯著水準（p<0.001），而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與政黨認同全部達顯著水準，其中，又以政黨認同對於風險感知的影

響程度最大，泛綠支持最高（Beta=0.177），泛藍支持其次（Beta=-0.169）。值得

一提的是，在模型Ⅱ中，除了泛綠支持之外，其餘的人口變項均與風險感知呈現負

向的關係，代表民眾的年齡愈低、教育程度愈低其核電風險感知愈高，而男性及泛

藍支持的核電風險感知也相對較高。 

接著，模型Ⅲ檢視控制變項以及自變項（議題知識、機構信任、電價承受及環

境信念）對中介變項的影響。從表七得知，在模型Ⅲ當中，調整後 R2 為 37.4%，F

檢定達顯著水準（p<0.001），在控制變項的部分，僅年齡、教育程度與政黨認同

均達顯著水準，而以教育程度對於風險感知的影響程度最大（Beta=-0.102），而政

黨認同則大幅降低；在自變項的部分，除議題知識外，機構信任、電價承受及環境

信念均達顯著水準，又以環境信念對於風險感知的影響程度較大（Beta=-0.368），

電價承受次之（Beta=0.205）。就此而論，在模型Ⅲ中，除了泛綠支持與電價承受

與風險感知呈現正向的關係，其餘顯著之變項均與風險感知的關係則為負向，代表

民眾的年齡愈低、教育程度愈低、機構信任愈低、環境信念愈低其核電風險感知愈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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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風險感知的多元階層迴歸分析（模型Ⅰ、Ⅱ、Ⅲ）10 

   依變項 
 

 

風險感知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Beta 標準誤 Beta 標準誤 Beta 標準誤 

控制變項 

男性 -.119*** .066 -.122*** .064 -.025 .057 

年齡 -.161*** .036 -.095** .035 -.089** .031 

教育程度 -.158*** .042 -.120*** .041 -.102*** .039 

政黨 
認同 

泛藍 / / -.169*** .076 -.047 .066 

泛綠 / / .177*** .093 .061* .081 

自變項 

議題知識 / / / / -.046 .036 

機構信任 / / / / -.186*** .045 

電價承受 / / / / .205*** .032 

環境信念 / / / / -.368*** .040 

 

R2=.057 
Adjusted R2=.054 
F=21.401*** 
n=1072 

R2=.127 
Adjusted R2=.123 
F=30.948*** 
n=1072 

R2=.379 
Adjusted R2=.374 
F=71.996*** 
n=1072 

註：* p < 0.05, ** p <0.01, *** p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政策偏好的多元階層迴歸分析 

首先，模型Ⅳ與Ⅴ檢視控制變項對依變項（民眾對核能發電的政策偏好）的影

響。從表八得知，在模型Ⅳ與Ⅴ中，調整後 R2 分別為 3.9% 與 9.8%，F 檢定均達

顯著水準（p<0.001），僅性別與政黨認同達顯著水準，其中，泛藍支持對於風險

感知的影響程度最大（Beta=0.169），男性其次（Beta=0.163）。不同於模型Ⅰ與

Ⅱ的結果，在模型Ⅳ與Ⅴ中，除了泛綠支持之外，其餘顯著之人口變項均與政策偏

好呈現正向的關係，代表男性及泛藍支持對於核電政策的支持度相對較高。 

接著，模型Ⅵ檢視控制變項以及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從表八得知，在模型

Ⅵ當中，調整後 R2 大幅提升至 40.5%，F 檢定達顯著水準（p<0.001），在控制變

項的部分，僅泛藍支持達顯著水準；在自變項的部分，議題知識、機構信任、電價

                                                      
10 為進行跨模型之間各種係數的比較，本研究透過 SPSS 多元迴歸分析中遺漏值插補（依

平均數）的功能，以保持所有模型中分析樣本數量之一致。此外，表七與表八中的係數

均為標準化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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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及環境信念均達顯著水準，又以電價承受對於政策偏好的影響程度最大

（Beta=-0.364），環境信念次之（Beta=0.286）。在模型Ⅵ當中，除了電價承受之

外，其餘顯著之變項均與政策偏好呈現正向的關係，代表民眾的議題知識愈高、機

構信任愈高及環境信念愈高其核電政策的支持度愈高，而泛藍支持的核電政策支持

度也相對較高。 

表八 政策偏好的多元階層迴歸分析（模型Ⅳ、Ⅴ、Ⅵ、Ⅶ） 

   依變項 
 

 

政策偏好 

模型Ⅳ 模型Ⅴ 模型Ⅵ 模型Ⅶ11 

Beta 標準誤 Beta 標準誤 Beta 標準誤 Beta 標準誤 

控制變項 

男性 .161*** .048 .163*** .047 .038 .040 .030 .038 

年齡 .117*** .026 .054 .026 .047 .022 .017 .021 

教育程度 .052 .031 .019 .030 .027 .028 -.007 .026 

政黨 
認同 

泛藍 / / .169*** .056 .051* .047 .035 .044 

泛綠 / / -.151*** .069 -.042 .057 -.022 .054 

自變項 

議題知識 / / / / .124*** .026 .108*** .024 

機構信任 / / / / .187*** .032 .125*** .030 

電價承受 / / / / -.364*** .023 -.295*** .022 

環境信念 / / / / .286*** .029 .163*** .029 

中介變項 風險感知 / / / / / / -.334*** .020 

 

R2=.042 
Adjusted R2=.039 
F=15.572*** 
n=1072 

R2=.102 
Adjusted R2=.098 
F=24.240*** 
n=1072 

R2=.410 
Adjusted R2=.405 
F=82.086*** 
n=1072 

R2=.480 
Adjusted R2=.475 
F=97.741*** 
n=1072 

註：* p < 0.05, ** p <0.01, *** p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最後，模型Ⅶ同時檢視控制變項、自變項及中介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從表八

得知，在模型Ⅶ當中，調整後 R2 為 47.5%，F 檢定達顯著水準（p<0.001），在控

                                                      
11 為能確認民眾政黨認同對於其核電政策偏好之影響效果，本研究依審查人的建議，將泛

藍及泛綠依序替換為模型Ⅶ中之政黨認同的參照組。以「泛綠」為政黨認同之參照組，

模型的調整後 R2 為 47.5%，F 值為 97.813（p<0.001），泛藍（Beta=.066, .064）與無政

黨認同（Beta=.036, .054）均未達顯著水準；而以「泛藍」為政黨認同之參照組，模型的

調整後 R2 為 47.4%，F 值為 97.652（p<0.001），泛綠（Beta=-.047, .064）與無政黨認同

（Beta=-.034, .044）同樣都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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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變項的部分，所有變項均未達顯著水準；在自變項的部分，議題知識、機構信

任、電價承受及環境信念均達顯著水準，同樣以電價承受對於政策偏好的影響程度

較大（Beta=-0.295），環境信念次之（Beta=0.163）；在中介變項的部分，風險感

知亦達顯著水準，相較於模型中的其他變項，風險感知對於政策偏好的影響程度最

高（Beta=-0.334）。有趣的是，在模型Ⅶ當中，除了電價承受與風險感知之外，其

餘顯著之變項均與政策偏好呈現正向的關係，代表民眾的議題知識愈高、機構信任

愈高及環境信念愈高其核電政策的支持度愈高。 

四、變項關係之梳理 

首先，在研究假設的檢驗部分，從分析結果得知，在控制人口變項的條件之

下，研究所提出的 9 項假設，除假設 F-1 之外全數成立，顯示民眾的機構信任（假

設 F-2）、電價承受（假設 F-3）及環境信念（假設 F-4）對於其核能發電的風險感

知存在影響效果（請參見表七內容），其中，雖然假設 F-1 與大多數的科技風險研

究的發現不一致，但是，假設 F-1 及假設 F-2 的結果，均與 Ho 等人（2019）的核

能研究發現一致；同時，議題知識（假設 A）、機構信任（假設 B）、電價承受

（假設 C）、環境信念（假設 D）及風險感知（假設 E）對於其核能發電的政策偏

好也具有影響效果（請參見表八內容），其中，假設 A 與 Ho 等人（2019）的核能

研究、假設 B 與梁世武及李均揚（2014）的核能研究、假設 D 與 Corner 等人

（2011）及 Pidgeon 等人（2008）的核能研究、假設 E 與 Jenkins-Smith 等人

（2011）及 Zhua 等人（2016）的核能研究，發現均是一致的；而中介效果的部

分，從分析結果得知，除了議題知識之外，風險感知對其他自變項與依變數的關

係，具有部分的中介效果（Baron & Kenny, 1986），檢證結果整理如表九內容。 

表九 風險感知中介效果的驗證結果 

驗證模型 條件結果 

模型Ⅲ 以自變項預測中介變項 結果顯著（條件 2 達成） 

模型Ⅵ 以自變項預測依變項 結果顯著（條件 1 達成） 

模型Ⅶ 
同時以自變項及中介變項

預測依變項 
中介變項達顯著（條件 3 達成） 
自變項迴歸係數小於模型Ⅵ（條件 4 達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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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從表十得知，除議題知識及風險感知外，其餘變項對政策偏好均有直接

與間接效果，因此，在總效果的估計部分，以電價承受（-.363）、風險感知    

（ -.334）與環境信念（ .286）的影響較高，而機構信任（ .187）與議題知識

（.108）相對較低。 

表十 研究模型之參數估計 

   依變項 

   風險感知 政策偏好 

自變項 

議題知識 

直接效果 / .108 

間接效果 / / 

總效果 / .108 

機構信任 

直接效果 -.186 .125 

間接效果 / .062 

總效果 -.186 .187 

電價承受 

直接效果 .205 -.295 

間接效果 / -.068 

總效果 .205 -.363 

環境信念 

直接效果 -.368 .163 

間接效果 / .123 

總效果 -.368 .286 

中介變項 風險感知 

直接效果 / -.334 

間接效果 / / 

總效果 / -.33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綜合討論 

經由一系列的統計分析程序，本研究逐步釐清研究架構中的相關假設，結果顯

示在控制人口變項的前提之下，無論是從議題知識、機構信任、電價承受及環境信

念（自變項）的觀點，抑或是以風險感知（中介變項）的角度，均有助於解釋臺灣

民眾的核電政策偏好，且模型的整體解釋力達到 47.5%。爰此，本研究一方面證實

相關變項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另一方則點出形塑民眾核電政策偏好成因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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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前述的分析結果，以下按照不同面向的差異，依序討論各類因素的影響。 

首先，關於政治因素對於民眾核電政策偏好的影響效果。雖然，依照前述的研

究架構，本研究僅將政黨認同當作模型的控制變項，但，按照既有文獻的論點

（Besley & Oh, 2014; Jenkins-Smith et al., 2011; Wildavsky & Dake, 1990；梁世武，

2014），以及國內長期的氛圍（Turton, 2013；曾志超，2011；游明煌，2019；雷

祥麟，2002），均顯示從政治理論的觀點來探討民眾的核電政策偏好，特別是民眾

的政黨認同，有其重要性與代表性。惟就本研究的分析結果而論，發現若僅從民眾

的政黨認同來解釋其核電政策偏好並不充分，尤其是當模型缺乏關鍵變項的情況時

（如模型Ⅴ），往往容易產生錯誤的理解。 

申言之，在臺灣兩大政治聯盟（泛藍與泛綠），彼此的核電政策立場大相逕

庭，又互不相讓的情況之下（Turton, 2013），長久下來，使得我國的核電政策染

上濃厚的政黨色彩（陳立誠，2019；雷祥麟，2002），而淪為政治鬥爭或政黨利益

考量下的產品（曾志超，2011），甚至連交付人民進行公投的核能議題，也往往演

變成藍綠對決的情形（游明煌，2019）。值得慶幸的是，當我們跳脫政治層面，進

一步從不同面向來觀察形塑民眾之核電政策偏好的因素時，發現政黨認同的影響效

果已經被大幅稀釋，正如同本文的研究成果，已證實臺灣民眾在決定個人的核電政

策偏好時，並非一味地取決於政黨色彩的標籤，而是能夠憑藉議題知識、機構信

任、電價承受、環境信念及風險感知等資訊進行綜合的判斷。 

其次，關於非政治因素對於民眾核電政策偏好的影響效果。就本研究的分析結

果來看，一方面，如從個別變項對於核電政策偏好的解釋效果（直接效果）進行觀

察，得知風險感知的解釋力最高，電價承受次之，接著依序為環境信念、機構信任

及議題知識（請參見表八）；另一方面，若依整體模型對於核電政策偏好的解釋效

果（直接效果加間接效果）進行分析，將會發現改以電價承受的解釋力最高，風險

感知次之，接著依序為環境信念、機構信任及議題知識（請參見表十）。由此可

知，本研究經過系統性的分析程序，確認風險感知在核能發電議題的中介效果，顯

示機構信任、電價承受及環境信念對於政策偏好的影響，不僅存在直接效果，同

時，還會透過風險感知的中介角色，形成間接效果。 

申言之，民眾的政策偏好是同時受到多元因素的影響，證實本研究採取整合性

觀點進行分析的必要性與妥適性，其中，風險感知更是扮演著承先啟後的樞紐位

置，對於民眾核電政策偏好具有雙重的影響效果，這樣的結果，說明民眾在面對風

險時並不是「不知不覺」，而是能夠根據自身對於風險的感受、議題的瞭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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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價、電價的承受以及環境的信念等考量做出判斷，進而採取若干的回應與行

動。因此，在風險治理的過程中，政府應該充分地設計合理的公眾參與管道與機

制，讓不同立場的利害相關人都能夠有機會表達意見、提出需求，進而交換想法與

相互討論（Renn, 2008）。 

以上討論已說明民眾的政黨認同，對於其核能發電的支持並無實際影響，而真

正具有影響效果的變項，則是電價承受、風險感知、環境信念、機構信任及議題知

識等。總的來說，影響力較高的變項大多屬於層級二與層級三的風險爭議，因此，

未來是否繼續將核能當作臺灣發電的選項，政府在進行風險溝通時的核心目標，便

應該著重於尋求公平與可接受之風險及利益的分配方式（層級二爭議），以及調和

社會與文化之價值的衝突（層級三爭議），而有助於處理此類風險爭議的溝通機

制，則如圓桌會議、利害相關人會議、公民諮詢委員會、公民陪審團、共識會議、

公民會議等（Aven & Renn, 2010: 178）。換句話說，這些風險溝通機制多半與審

議式民主的概念有關，十分強調利害相關人之間知情、平等及理性的對話（黃東

益，2008），而德國當初在處理國內核能政策爭議所採取的公民參與模式，就是最

有說服力的成功案例（劉書彬，2013）。 

令人欣慰的是，晚近政府開始導入各種公民參與機制，嘗試改善過去臺灣核能

政策流於由上而下、專家主導之模式的問題，諸如政策制定的過程，欠缺實質的參

與及溝通機制，且政策主要對話與協商的對象，多半侷限在政府機關或朝野政黨的

層次等限制（范玫芳，2013；雷祥麟，2002）。而政府所採取的由下而上、整合多

元利害相關人的參與機制，包括設置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會（隸屬原能會）與核能安

全監督委員會（隸屬新北市），作為強化民眾參與核能政策規劃的機制（陳穎峰，

2018）；舉辦公民投票（2018 年 11 月），作為公民表達自身偏好並直接參與核能

政策制定的機制。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能源轉型白皮書草案的規劃過程（2017-

2018 年），該草案一共歷經 40 場會議，在 2000 餘位產官學者及公民集思廣益的

努力之下，共同擬定出我國未來能源轉型的具體方案（林海珍，2019；陳文姿，

2019）。12 是以，上述機制能否有助於化解既有的能源僵局、打破各方的對立局

面，其後續效果仍有待持續觀察。 

準此而言，政府的首要之務無疑是規劃與設計更有效果的溝通方式，而核心原

則就是盡可能地讓所有的利害相關人在知情、平等及理性的前提之下，進行有意義

                                                      
12 感謝審查人所提供之文獻與觀點，讓本研究能夠掌握我國能源政策規劃之新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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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與對話，尤其是促進本研究所關注之電價承受、風險感受、環境信念與機構

信任等核心議題之相互理解。是以，政府如欲有效調解我國核能發電使用與否的爭

議，就應當設計與建置更開放、更多元、更深層的公眾參與及社會對話管道與機

制，作為各界互動與溝通的場域（Aven & Renn, 2010; Renn, 2008；林子倫、陳亮

宇，2009；范玫芳，2013；劉書彬，2013）。一方面，將有助於制定更貼近民眾期

望，以及更符合社會需求的政策（Connor & Siegrist, 2010; Renn, 1992; 2008; 

Siegrist, 1999; 2000; Sjöberg, 2000; Slovic, 1997; Slovic et al., 1982）；另一方面，則

有助於降低各種「政策不順服」（policy noncompliance）對政策執行的影響

（Connor & Siegrist, 2010; Jenkins-Smith et al., 2011; Klerk & Sweeney, 2007; Siegrist, 

1999; 2000; Zhua et al., 2016）。 

除此之外，綜合實證結果與當前問題，本研究嘗試提出以下具體的建議與策

略，作為未來政府進行核電風險溝通之參考。首先，關於議題知識，本研究認為除

了持續提供民眾多元的資訊進用管道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如何釐清具有爭議性

的政策資訊或知識，尤其是當專家與專家的說法不一致時。例如核能電廠附近的輻

射劑量是否偏高？又如核能電廠溫排水口是否會破壞環境？等知識層面的爭議，不

僅涉及 Aven 與 Renn（2010）所提及的複雜性挑戰，同時也觸及模糊性挑戰。因

之，如欲處理此類科學知識產製與建構的問題（杜文苓，2012），將可透過各類專

家之間的協助，或者委託公正第三方進行驗證，目的在於提供民眾正確的政策資訊

與科學知識，以作為風險對話及溝通的基礎。另外，在地知識與生活經驗也應該受

到更多重視；其二，關於機構信任，本研究認為除了利用各種政策行銷的策略，提

升民眾對於政府信任之外，問題的癥結還是，政府如何具體地展現處理及管理能源

問題或危機的能力，即降低 Aven 與 Renn（2010）所提及的不確定性。例如蘭嶼

核廢料（低放射性）的遷出，又如中部的空氣汙染（超量使用生媒發電）等議題，

即便問題的源頭都在台電，而政府也立刻做出警告及裁罰，但是，站在民眾的立

場，當問題一再發生且遲遲無法獲得改善時，不免歸責於政府的監督或管理不力，

加上電力供應體系的管理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由單一或特定能源所引發的風

險事件，都可能影響到民眾對於政府能源管理能力的整體評價，故應謹慎處理之。 

其三，關於電價承受，這部分是與民眾生活最直接相關的議題，政府除了瞭解

不同利害相關人對於電價調整的承受意願之外，同時，也應該評估電價調整對於民

眾生活及產業生態的影響程度。是以，本研究認為政府必須具體地說明採行不同能

源政策或電力供應方案後，對於住宅、商業及工業用電之價格的實際影響，並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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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數據及資料作為佐證，藉此消弭 Aven 與 Renn（2010）所提及的複雜性與不

確定性。另外，如果能夠在電費的帳單中，詳細列出各類能源的發電比例與成本，

亦有助於消費者進行判斷與選擇；其四，關於環境信念，由於個人世界觀或價值的

改變，通常是一時半刻無法達成的，所以，這類的風險爭論是最難以處理的

（Aven & Renn, 2010）。不過，民眾對於環境議題所抱持的信念，基本上都存在某

種特定的前提或假定，但是，這些前提或假定是否屬實，則是需要透過嚴謹的科學

方法驗證，否則就會陷入「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螺旋之中。舉例來說，如

何界定所謂的「乾淨能源」？哪些能源屬於「乾淨能源」？其中，又是否包括核

電？等提問。因此，本研究認為政府必須主動肩負檢證此類前提或假定的責任，方

能遏止不當或錯誤的觀念傳播，進而避免民眾的判斷被誤導。 

最後，關於風險感知，除了上述的各項因素之外，個人的相關特質也與其風險

感受或接受的程度息息相關，這是進行能源轉型之規劃與評估過程中不可忽略的部

分，例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或風險偏好等差異，都有可能是風險爭議的來源之

一。基此，本研究以 Aven 與 Renn（2010）的論點為基礎，認為實有必要進一步

將個人之相關特質納入風險爭議的討論架構，而完整的分析層級如圖三所示。 

 
圖三 風險爭論的分析層級（調整後） 

資料來源： 修改自 Risk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Concepts, guidelines and applications 

(p. 161), by T. Aven & O. Renn, 2010, Heidelberg, DE: Sp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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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經由以上的討論，充分地揭示出現代化風險的特質。一方面，現代化風險與

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息息相關，由於科技系統的本質是動態及流動，且鑲嵌於社會

與組織的系絡之中，所以，新興科技帶來的風險往往與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

因素環環相扣，使得科技風險變得更加的異質而難以理解與掌握，故需要採取整合

性的觀點與策略來分析與處理科技風險的相關議題；另一方面，現代化風險還涉及

風險分配及分擔的議題，由於不同利害相關人對於風險的感知、承受與回應皆不盡

相同，因此，進行科技風險分配及分擔的依據，並非一味地以科技官僚或技術專家

的判斷為主，而是需考量政策接受者與社會大眾的意見，並設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

衡。 

為填補過去研究的缺口，本研究奠基於科技風險與環境主義的相關文獻，嘗試

提出一個整合性的分析架構，同時從不同的面向切入，藉此找出解釋民眾核電政策

偏好之關鍵變項，並釐清變項之間的關係。13 經由系統性的分析程序，以及實際

資料的佐證，結果證實在核能發電的議題上，民眾的議題知識、機構信任、電價承

受、環境信念及風險感知對於其政策偏好的形塑存在顯著的影響。此外，更發現風

險感知的中介效果，使得機構信任、電價承受及環境信念對於政策偏好具備直接與

間接的雙重影響效果。以上的成果均是過去研究鮮少提及與驗證的部分。申言之，

在整合性的研究架構之下，分析結果說明民眾對於核能發電的風險問題與政策偏好

並不是「不知不覺」，而是能夠透過個人的知識、評價、經驗與感受等因素進行綜

合性的判斷。 

有效的風險溝通正是維繫風險治理良窳的核心。對此，本研究認為政府惟有改

變過去風險溝通與管理的思維，學習從各類利害相關人的觀點去分析與理解風險議

題，才能確實掌握問題的癥結與對策，而這也是化解各類層級之風險爭議的不二法

門，特別是關於民眾對電價的負擔、風險的感受、環境的信念及政府的評價等議題

的爭議。是以，當國家處於能源轉型的過渡時期，核能發電的選項已經不再是單純

的「是非題」，而成為複雜的「多選題」之際，政府更應設計與開放各種制度性溝

                                                      
13 必須強調的是，本研究之目的並非追求完美的分析架構，而是嘗試在有限篇幅與次級資

料的限制下，盡可能地找出影響民眾核電偏好的重要因素，以作為未來我國政府進行核

電風險溝通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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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與參與的管道，讓不同的利害相關人能夠充分地參與核能發電相關政策（如電廠

除役、延役、封存或重啟等）的討論與決策過程，透過平等對話與理性思辨的溝通

程序，共同決定我國核電政策的發展方向，才有助於化解長久以來的能源爭議（相

關溝通需求與評估準則請參考表一內容），這是我國目前核電風險溝通之相關機制

（如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會、核能安全監督委員會及全國公投等）力有未逮之處。 

本文作為探索臺灣民眾核電政策偏好的前導研究之一，研究目的除了回答所提

出的問題之外，更期待能夠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喚起產官學界對於核電議題的重

視。受制於次級資料分析的限制，現階段尚未臻完善處理的部分，則待後續的研究

共同努力並加以克服。首先，在理論層次的部分，本研究嘗試提出一個整合性的分

析架構，作為檢證影響民眾政策偏好之關鍵因素之依據，透過系統性的統計驗證程

序，逐一釐清人口變項、議題知識、機構信任、電價承受、環境信念及風險感知與

政策偏好之間的因果關係。值得說明的是，因環境信念為個人對於環境所抱持之

「特定價值或意識」，可操作成個人對於「特定論述」之認同程度，故在本研究架

構中，環境信念與其他變項之關係將會受到該「特定論述」之內容的影響。就此而

言，如將關於核電減緩全球暖化的陳述，調整為核廢料影響環境生態的陳述，本研

究認為或許可能會導致變項關係的方向（即統計係數之正負值）反轉，但對變項關

係的強度（即統計係數之顯著性）影響應該不大，惟需更多實證研究的支持。然

而，除了這些因素之外，仍有若干因素對於民眾的核電風險感知或政策偏好可能產

生影響，例如個人的風險偏好、風險容忍度或風險承擔等；又如外在的政治、社

會、經濟及文化等結構或制度。在現有資料的限制之下，本研究未能一併納入分

析，因此，建議後續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檢視上述因素與民眾的核電風險感知或政策

偏好之關聯。此外，蒐集各類利害相關人的看法，進而比較影響不同利害相關人之

風險感知或政策偏好因素的異同，將有助於我國核電風險溝通的推動，亦為值得後

續研究探討的議題。 

其次，在資料蒐集的部分，不同於過去的電話調查資料，本研究所使用的為網

路調查資料，在目前電話調查樣本涵蓋率逐年下降（洪永泰，2005；洪永泰等，

2014；張鐙文、黃東益、洪永泰，2017），且無法確認受訪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的

真實性。相較之下，網路調查的優點則是更能掌握真實的個人資料、提供充裕的答

題時間與清楚的題項說明，加上相關研究並無提及網路使用者與非使用者在核電政

策議題的態度與行為存在明顯差異的前提之下，使用加權後的網路調查資料並無不

妥之處。雖然，本研究目的在於變項關係之探討，而非對母體結果之推論，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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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認變項關係與強化研究成果，本研究亦鼓勵後續研究可使用不同資料蒐集方式

的數據（如住宅電話調查、手機電話調查或巨量資料探勘等）、不同資料分析的技

術（如路徑分析或結構方程式）或者嘗試進行貫時性研究（如時間序列分析），再

次檢驗本文提出的研究架構。 

最後，在變項測量的部分，理論上，一個概念的建構或測量，最理想的條件，

是依據三個以上題項之信、效度分析結果進行綜合判斷，然而，實務上，在利用次

級資料進行分析時，通常受制於既有題項的侷限，研究者僅能退而求其次，在有限

的選擇中挑選最契合主題的題項加以使用。為能降低次級資料應用對於分析結果的

影響，本研究的概念操作化都有相關文獻支持，亦盡可能地提供信、效度分析結

果，但，美中不足的是，文中的部分核心變項仍低於三個題項。基此，本研究呼籲

後續的研究，如在經費的允許之下，應重新針對核心概念量身訂做題目，甚至，在

既有測量方式優劣未定的前提之下，亦可透過準實驗設計的作法，進一步檢視不同

測量方式之差異，以克服方法論層次的挑戰。14 

                                                      
14 關於各類變項的測量方式，請參閱本文研究設計一節的討論。然因為本文使用次級資料

的關係，許多變項的測量信、效度仍有改善的空間。以下就幾個受到較大限制的變項進

行說明，並提出本文給未來研究在設計題目時應考量的幾個角度建議。首先，在議題知

識部分，除了前述提及的主觀知識與客觀知識的差異之外，科學知識或政策知識孰優孰

劣的爭論，也同樣是懸而未決的課題（Ho et al., 2019），所以，光是議題知識的測量方

式，就至少有四種不同設計可供研究者選擇；其次，在政策偏好部分，設計合宜的政策

標的是相當關鍵的環節，根據 Bauer 等人（2019）的研究結果，指出題目中的政策標

的，將直接影響受訪者的回答，例如支持或反對核能發電？支持或反對提高核能發電或

擴充核能電廠？支持或反對在你居住的區是興建核能電廠？其中，以前者的支持比例最

高，而後者的支持比例最低。因此，研究者必須依照研究的主題，設計正確的政策標

的，避免誤用或操弄調查之結果。此外，電價承受則可改以願付價格的條件評估法，進

一步衡量民眾對於不同能源的願付價格；而環境信念亦可參考環境意識測量，將行為面

向一併納入討論。希望以上對測量方式的經驗說明，對日後相關研究進行更細緻的研究

設計與概念測量能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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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A 人口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變項 選項 個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528 ( 49.2%) 

女性  544 ( 50.8%) 

年齡 

20-29 歲  241 ( 22.5%) 

30-39 歲  399 ( 37.3%) 

40-49 歲  347 ( 32.4%) 

50-59 歲  60 ( 5.6%) 

60 歲以上  25 ( 2.3%)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137 ( 12.8%) 

高中∕高職  341 ( 31.8%) 

大專∕大學  515 ( 48.1%) 

研究所以上  78 ( 7.3%) 

政黨認同 

泛藍  281 ( 26.2%) 

中立  629 ( 58.8%) 

泛綠  160 ( 15.0%) 

說明：個數未達1072，代表該題項有無反應選項，而排除於分析過程之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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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mposing the Factors of Citizens’ 

Policy Preferences for Nuclear Energy in 

Taiwa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eng-Wen Chang*, Tong-Yi Huang**, Chung-Pin Lee*** 

Abstract 

Nuclear energy is one of the most salient and controversial technological 

risks in modern society. The reasons for this stem from its characteristics of 

low-probability and high-consequence. Recent disasters, such as the one in 

Fukushima, Japan, have also further exacerbated citizen concerns over nuclear 

technology. In light of these development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sons 

behind public preferences toward nuclear energy is a necessary step toward 

implementing energy policies that can best approximate citizen expectations 

and national needs. In order to bridge past research deficiencies, this research 

has combined the point of view of technology risk and environmental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Empirical data on public opinion 

were utilized to identify the variables behind citizens’ nuclear energy policy 

preferences. The results may serve as referenc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iwan’s nuclear energy risk communication.  

The adjusted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of the model is 47.5%.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citizens’ knowledge on policy issues, trust in government, 

price tolerance of electricity, environmental belief in nuclear energy and risk 

perception al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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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s. Risk perception was proven to function as an immediate variable 

whose influence allows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price tolerance of electricity 

and environmental belief in nuclear energy, to hav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policy preference. These findings have rarely been discussed or verified by 

past studie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structure its 

approaches to risk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thereby learning to 

analyze and comprehend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through the point of view of 

stakeholder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design and open up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channels, allowing stakeholders to engage in 

the discussions and decision processes of nuclear energy policies. 

Communication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interagency or interparty levels. 

Only when the dual problems of approach restructuring and stakeholder 

communication are addressed will tangible improvements be made. 

Keywords: risk society, technology risk, risk perception, policy preference of 

nuclear energy, risk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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